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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机构创建的社会因素及影响机制分析(
     ——以前国立中央研究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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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国立中央研究院的成立被视为国家性自主研究的发端，标志着中国有系统的科学研究事业的开始，同时说明了中国社会对源自西方近代科学的最终接纳。从历史与境主义观点看，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职业科学家群体的出现、蔡元培的领衔、政治结盟、国家建设的需求、科学救国思潮以及民族精神等起到重要作用。这些因素的耦合为国立中央研究院的成立提供了契机，自此以后，中国的科学事业迈进了体制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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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f social factors and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A Case Study of Previous Academia Sinica
QIU Long-hu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Guangdong Medical College, Dongguan Guangdong,523808)

Abstract: as the nation's top academic institutions, the establishment of Academia Sinica is regarded as the originator of the National Autonomy Research, marks the beginning of China systematic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he explanation final acceptance of modern western science in the China society.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time and space of Academia Sinica established. From the historical contextualism point of view, in the background of Western learn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mergence of occupation, groups of scientists led by Cai Yuanpei, political alliances, demand of national construction, saving the nation by science thought and national spirit. The combination of these factor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cademia Sinica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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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现今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三位一体的前身，国立中央研究院(下简称中研院，1928-1949)是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于一体的国家最高学术机构，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内聚集了众多一流学者在各个学科领域进行了开拓研究且成就卓越，在全国范围内选拔顶尖学者成立评议会，联络指导和奖励学术研究事业，促进国内外交流合作，并选举出首届院士，完成国家学院体制建设，收到国内外学术界的认可和广泛赞誉。[
] 中研院在近代中国科学体制上的地位和作用毋容置疑，董光璧、刘大椿等学者均有界定，但除蔡元培个人与中研院运作的相关论述外，学界对中研院成立的社会因素及影响机制鲜有论及。J·D贝尔纳在《科学的社会功能》（1938年）一书中指出，“科学正在影响当代的社会变革而且也受到这些变革的影响，但是为了使这种认识多少具有实在的内容，我们需要比以往更仔细地分析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同样，山东大学林聚任教授在《国内科学社会学研究的发展及面临的问题》一文中也指出“在不同的社会结构背景下，科学技术活动有不同的特征，包括社会对科学活动的支持、公众对科学的认识、科学家群体的社会地位与行为模式等。运用科学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对中国的科学发展及中国科学界的研究活动进行深度分析，具有重要的现实与学术意义”[
]，因此研究中研院这一重要学术机构成立的社会因素及影响机制至为必要。
1政治结盟
1927年4月1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73次会议在南京召开，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首推蔡元培、李石曾等九人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企图以中央政治委员会来对抗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在南京另立政府做最后准备。当日下午与会人员举行了特别会议，商议次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的相关事项。在此次会议上，国民党三大元老李石曾、蔡元培、张静江提议设立中研院，会议决议由李石曾、蔡元培和张静江负责起草中研院组织法。5月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90次会议召开，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再次提出中研院筹建事宜，会议决议成立中研院筹备处，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金湘帆、许崇清、褚民谊为筹备委员。在筹备过程中，为了使教育和研究脱离政治纷争，蔡元培将中研院纳入大学院管辖。但蔡元培的教育去行政化最后无疾而终。眼看当局无法寄予更多抱负，蔡元培随即抽身，辞去大学院院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代理司法部长等本兼职位力保学术：“窃元培一介书生，畏涉政事。前以全国尚未统一，人才不能集中，备员国府，一载于兹。……顷统一告成，万流并进，人才济济，百废俱兴。元培老病之身，不宜再妨贤路。且积劳之后，俾可小息。……愿以余生，专研学术，所以为党国效力者在此。”[
]在蔡元培的努力下，中研院脱离大学院成为独立研究机构。随着物理、化学、工程、历史语言、地质、社会科学、天文、气象等八个研究所相继初具雏形，1928年6月9日，蔡元培以院长身份召开第一次院务会议，正式宣告中研院成立。
如果没有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整个民国依旧是军阀割据的话，中研院很可能就像孙中山提倡的中央学术院一样，早早夭折；或者成为众多无名的小型学术机构中一员，埋在历史的尘埃中，无人知晓。当北伐部队攻占南京之后，全国局势基本明朗，在此关键时刻，作为横跨政学两届的名流，蔡元培、李石曾等提议筹建中研院，是极为明智的选择。因为蒋介石等人想在南京另立政府，取代武汉国民政府，必然要争取国民党元老蔡元培等人的大力支持。从交易的层面上看，蔡、李等人提出的要求必然得到满足。而且，以蔡、李等人的身份和地位，在对其他人的利益不构成侵害的情况下，他们的提议也不会有人反对。即使有人以北伐尚未成功为由来拒绝，也不合情理，因为北伐军占领南京后，胜利基本在握。历史的发展后来证明了这一点。经过蔡元培等人的运筹宁汉政府最终合流，南京国民政府取得合法席位。这也为中研院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政治依托力量。

从另外一个层面看，民国时期，科学知识分子已经作为一种重要的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南京国民政府要巩固政权必然借机笼络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学术机构的创建，满足建立中研院的诉求。而且，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科学概念已经深入人心，被视为拯救国家的良策，即使大呼欧洲科学破产论的梁启超也直言并不反对科学，只反对用科学统摄人生观。为了自身的统治，为了国家跻身世界民族之林不再受欺压，南京国民政府必然要支持科学事业。何况蒋介石曾留学日本，对于科学带来的社会变化早已耳闻目睹。南京国民政府的相关政策措施也反映出对科学技术的重视。“南京政府1928年颁布了《奖励工业品暂行条例》，1932年颁布了《奖励工业技术暂行条例》，1928年成立了国家建设委员会，1929年成立了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1932年南京政府成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组织起国内最优秀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企业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以及文化教育界知名专家，就军事、国际关系、教育文化、财政经济、原料及制造、交通运输、土地及粮食、专门人才进行调查。1935年，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该委员会1936年拟订的《重工业建设五年计划》，标志着重工业建设的实质性启动阶段的开始。”[
] 
2提议者蔡元培等远见卓识
李石曾、张静江和蔡元培之所以提议筹建中研院，源于他们的经历和学识。1901年，李石曾结识了张静江，同年在上海结识了吴稚晖和蔡元培。1902年，李石曾、张静江随清政府驻法公使孙宝琦赴法留学。1911年，李石曾与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等发起改良社会风气为目的的“进德会”，1912年，李石曾又与吴稚晖、张静江等人在北京创办“留法俭学会”，推广勤工俭学，1916年，李石曾与蔡元培等人在巴黎成立华法教育会。1917年，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李石曾随后在北大担任教授。1920年李蔡二人在北京创办中法大学，不久之后，二人又在法国创办里昂中法大学。1924年，李石曾和吴稚晖被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两年后张静江和蔡元培也被选入。[
]李、吴、张、蔡四人在以往的交往中多有合作，主张理念基本相同，因此不难理解，李石曾、蔡元培、张静江共同提议筹建中研院。吴稚晖虽然没有参与提议，但在中研院后来的发展中多有帮助。
就中研院创院院长蔡元培的个人经历而言，海外经历使蔡元培认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蔡元培曾在1907年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研读哲学、心理学、美术史等，1912年1月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后因不满袁世凯的专制而辞职，再赴德国学习和考察。1916年回国，次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到1923年因“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
]，而再度前往欧洲学习和考察，直到1926年才回国。在国外期间，蔡元培曾参观居里夫人的实验室，并邀请居里夫人访问中国，但因种种原因没有实现。居里夫人去世后，蔡元培代表中研院发出唁电：“惊悉居里夫人逝世，谨代表中央研究院，致以悼忱；深感她的逝世是法国科学界的巨大损失。敬请代向其家属致意。”[
] 1920年底到1921年春，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前往法国、德国、瑞士、美国等地考察高等教育状况时，曾与北大教授夏浮筠拜访当时在柏林的爱因斯坦，邀请爱因斯坦来华讲学[
]。1922年3月，爱因斯坦去日本讲学，计划顺道来华作短期讲学，蔡元培表示热烈欢迎，积极筹备其来华事宜，并在北大安排讲授爱因斯坦的相关理论，如“爱斯坦以前之力学”、“相对各论”、“旧观念之时间及空间”、“爱斯坦之生平及其说”、“非欧几里特的几何”、“相对通论”、“相对论与哲学”[
]。然而，因信息交流不畅，爱因斯坦终没能去北大讲学，只是在上海做了短暂停留，并在上海工部局礼堂演讲相对论，参加犹太人主办的相对论座谈会和招待会[
]。事后，爱因斯坦致信蔡元培表示抱歉：“我今希望先生鉴谅，因为先生能够想见，倘使我现在能到北京，我的兴趣将如何之大。如今我切实希望，这种因误解而发生的延误，将来再有弥补的机会。”[9]935
海外经历还让蔡元培认识到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迫切性，并力所能及颁令撰文等，以期引起社会重视。 1912年，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时颁布《大学令》规定：“大学为研究学术之蕴奥，设大学院”、“大学院生入院之资格为大学本科毕业生”、“大学院生在院研究，有新发明之学理或重要之著述，经大学评议会及该生所属之某科之教授会认为合格者，得遵照学位令授予学位。”[
] 1918年，时任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上指出：“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研究也者，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
]1922年，蔡元培在《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中对于研究有进一步的认识，“大学本来以专门研究为本位，所有分班讲授，不过指导研究的作用”、“一个大学，若是分班讲授与专门研究能同时并进，固然最好；若不能兼行，与其专傲分班讲授的机关，还不如单做专门研究的设备，所费较少．成效更大。” [9]581
3职业科学家群体初现
     西方近代科学传入中国之后，由最初的少数人兴趣逐渐演变成职业科学家群体的出现。纵观科学家群体，除本土成长的科学家之外，不难发现留学英美、留学日本的群体成为民国时期科学家的两大来源，其中以留学美国最为突出。1914年6月，任鸿隽、杨铨、周仁、秉志、胡明复、赵元任、张元善、过探先、金邦正等9人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创建中国科学社，宗旨是“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
]杨铨后来成为中研院的第一位总干事，周仁、秉志二人成为中研院下属研究所的所长，赵元任成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组主任。1917年，20多位学习工程的留学生在纽约成立中国工程学会。这些海外的新型知识分子目睹国外的科学研究，迫于没有成立自家研究机构的可能性，只能成立社团，团结相关科学人才。
这种缺乏国家性学术机构的困境经历曾使科学家们难以释怀。1926年，第三次泛太平洋科学会议在日本举行，因为没有一个代表国家性的学术机关，中国被排挤出该会理事会议——太平洋科学评议会之外，与会的中国学者提出书面抗议，抬出中国科学社搪塞过去，才得到多数通过，获得席位。任鸿隽回忆说：“我们在东京的时候，每每有人问：您们中国有学术研究会议（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吗？我们的答应是：没有。他们再问：那吗，你们有科学院（Academy of Science）吗？我们的答应还是：没有。说到第二个‘没有’的时候，你可看得见失望或轻蔑的颜色，立刻出现于你的问者的面上。”[
]但是，中研院成立之前，中国学者苦于没有合适的研究平台。
一旦回国之后具备成立研究机构的条件，他们必然积极筹备，身体力行。当时国内的科学知识分子也强烈感受到筹建科研机构的重要性，其中以闻名一时的徐家汇天文台和青岛观象台为代表的海外科研机构的刺激为重要原因。在中研院成立之前，国人已经成立了部分研究机构：改良型的农事试验场（如直隶农事试验场、农工商农事试验场）、地质调查所（实业部下属）、地质研究所（农工商部下属）、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和黄海化学工业社、两广地质调查所和湖南地质调查所等。但所设的学术机构均学科单一，经费有限，与学科齐全、经费保障的中研院无法比拟。中研院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安身立命和追求科学梦想的舞台，必然受到追捧。

4科学救国思潮

积极筹建加盟中研院与知识分子心怀天下的文化心态同样关系密切。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受到列强的欺辱，最早觉醒的知识分子也是拯救国家和民族的最先提出者和践行者。当发现引进的西方技术无济于事的时候，他们就从制度上进行改革，改革社会制度和管理体制，继而在文化观念上进行变革，重新建立新文化。1922年，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他认为：咸同年间，是中国人“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的第一期，舍己从人，便有了制械练兵的洋务运动；甲午战争至民国六七年间，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的第二期，变革政体，便有了维新变法与辛亥革命；五四前后是“从文化上感觉不足”的第三期，改良道德，便有了新文化运动。[
]与人文知识分子重在传播以期引起国人清醒不同，科学知识分子则重在身体力行。这种差别除了学科影响因素之外，还与科学知识分子在国内遭遇外国同行时的境况有关。

海外研究机构派出的科研人员来华考察和研究，不停刺激着科学知识分子的神经。“1900年以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我国的国门大体上可以说已被西方列强彻底打开。西方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到任何地方。”[
]以生物学为例，在20世纪初，德国、奥地利、瑞典、法国等在中国均有考察收集，最突出的是日本、英国和美国：英国在华的考察重点已经转到湖北直到西南四川、云南和西藏及西北一带，英国的维彻种苗公司、比斯园主、自然博物馆等派人在华考察收集具有商业价值的动植物标本；美国的哈佛大学、美国农业部等都派人在华考察收集标本，其中以纽约自然博物馆派出的中亚探险队规模最大，历时最长，收集标本最多、最全。 [16]21面对外国人在华的考察和掠夺行为，1920年代，以刘半农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组织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要求政府采取措施，限制外国人在中国肆意挖掘文物和掠夺生物标本的行为，对于在华合法考察和收集的标本，必须先留一份给中国，然后才可以带走剩下的标本。

中研院成立后也确实不辱使命，一定程度上担负起科学救国的使命。1947年3月13日修正公布的《国立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条例》规定，中研院评议会具有“受国民政府之委托，从事学术之研究”以及“受考试院之委托，审查关于考试及任用人员之著作或发明事项”的权利。除上述两项外，中研院还有担任政府顾问的角色，蔡元培在评议会上指出，“对政府之顾问，自当尽力其能力已报”[
]。在研究院层面上，其下属工程、化学、物理、地质、社会等研究所等为国计民生做了大量科学研究工作，并将相关成果转化生产，如建设玻璃制造厂、炼钢厂、矿产资源调查、棉纺织厂调查等，中研院还要求研究人员科研选题时关注国家和社会所需，同时中研院牵头成立的评议会致函各高校及学术机构立足实际急需问题，如致函厦门大学指出四项原则“（一）研究工作应特别注重于国家及社会实际急需之问题。（各类科之应用，皆包括在内。）（二）中央研究院所属各研究所及国内其他重要学术机关，对于经费之分配，酌采第（一）项之意见。（三）各学术机关对于上述问题之研究方法及其所得结果，随时报告于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四）政府及各机关如有何种需要研究之问题，可以中央研究院商酌进行方法。”[
]评议会还将这四项原则经行政院准许后送达各省政府。
5科学梦想舞台
     就研究平台而言，没有其他机构可与中研院相比，即使号称“一南一北”的另一家机构北平研究院，规模、科研经费等方面与中研院相比也是差距显著。                                                                                                                                                                                                                                                                                                                                                                                                                                                                                                                                                                                                                                                                                                                                                                                                                                                                                                                                                                                                                                                                                                                                                                                                                                                                                                                                                                                                                                                                                                                                                                                                                                                                                                       

北平研究院成立于1929年9月，时间比中研院成立时间迟；该院在筹备时先隶属于北平大学区，后改为中研院分院，最后定为教育部下属独立研究机构，比中研院低一个等级。规模上比中研院小，下设行政事务与学术研究机构两部，研究机构下设理化、生物、人地三部，各部下设研究所。1935年取消部的设置，实行院对所直接领导，先后设立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镭学（后改称原子学）、药物、史学等9个研究所和测绘事务所；拨款方面比中研院少，初期每月只有三万元经费[
]，后期因为物价高，拨款有所增长，1942年620920为元，1943年为1248570元，1944年共为2164384元，1945年为8625600元，1946年为34506000元。[
]但是，总体上仍比中研院少很多。以1935年为例，当时丁文江估计北平研究院、事业部地质调查所、农业试验所、工业实验所、经济委员会的蚕丝改良会、棉产改进所、茶叶及畜牧改良场、卫生试验处以及参谋部和兵工署所属的实验室等机构，全部经费在350万到400万之间，而当时中研院仅有天文、气象、地质、动植物、心理、工程、物理、化学、历史、语言和社会科学等10个研究所，政府下拨经费为120万元[
]。下列“中央政治会议核定的1933年度国家岁出教育文化类预算表”更能说明两者经费上的差距。
1933年度国家岁出教育文化费类预算表[
]
	单位
	经费（元）
	单位
	经费（元）

	教育部
	528000
	国立编译馆
	144000

	中央研究院
	1200000
	北平研究院
	360000

	中央大学
	1720000
	北京大学
	900000

	中山大学
	1776000
	同济大学
	645880

	北平大学
	1557108
	山东大学
	502782

	清华大学
	1095390
	武汉大学
	875100

	浙江大学
	558576
	北京师范大学
	879712


由上表可以看出，除了少数规模大的院校外，中研院的官方拨款经费远高于其他研究机构。此外，中研院还得到社会资助尤其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中英庚款董事会、荷兰庚款基金会。以中基会为例，中研院的蔡元培、丁文江、蔡元培、胡适、任鸿隽、傅斯年、翁文灏等均在董事会任过职。其中，在五位董事长中蔡元培任职时间最长；在董事会秘书中，胡适担任时间最长。这对中研院获得中基会的补助大有卑益。1929年，中基会资助中研院50万银元，还资助下属各所，如从1931年到1933年间每年补助历史语言研究所3万元供考古挖掘、语言调查和出版研究报告使用；1932年补助气象研究所8000美元；1934年资助1万5千元给物理研究所、化学研究所和工程研究所帮忙大学和高中制造实验仪器[
]；中基会还负担社会调查所建筑费22万6千元[
]，1934年至1937年间每年资助社会科学研究所8万元。其后补助始终没有间断。[
]此外，中研院的钢铁试验场、玻璃试验场、陶瓷试验场及棉纺织染实验馆，在购买材料、添设仪器等方面也得到中基会的支持[
]。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是中研院继任院长朱家骅。仅笔者现有资料，该会先后在1934年和1937年补助中研院，共计达15万元。荷兰庚款基金利息中53％交予中研院，其中40％作中国学生留学荷兰费用，余数为中研院事业费[24]556-557。
中研院也是一流学者云集的场所。以蔡元培主持中研院期间的总干事和各所所长为例（代理者不计），先后有杨铨、丁文江、朱家骅和任鸿隽四位担任总干事，丁燮林、王璡、庄长恭、任鸿隽、周仁、李四光、高鲁、余青松、竺可桢、傅斯年、唐钺、汪敬熙、杨端六、陶孟和、王家楫等15人担任所长，其中任鸿隽曾以总干事身份兼任所长。以上18人全部留学海外，经过西方专业科学研究的训练，其中16人留学于科技强国英美。16人中有8位博士学位获得者，5位硕士学位获得者。他们加入到中研院后必然将国外的科学知识、科学氛围、科学精神以及国外的先进经验带到中研院。另外3位丁文江、傅斯年和杨端六虽非高学历，但都留学海外，非等闲之辈。地质学家丁文江担任过地质调查所所长、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淞沪商埠督办、独立评论编辑等职，著有《动物学》、《矿政管见》、《民国军事近纪》、《徐霞客年谱》、《中国官办铁路史略》，并在地质学会会志、独立评论和努力周报等著文极多；历史学家傅斯年担任过中山大学教授兼文科学长、北京大学教授、中研院总干事和台湾大学校长等职，著有《东北史纲》、《性命古训辨证》及论著多篇，其所提倡的历史学研究方法至今仍奉为经典；经济学家杨端六担任过商务印书馆会记科长、中研院会计主任、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等职，著有《信托公司概论》、《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等。除所长外，研究人员中绝大多数留学海外，经过正规学科训练，有开阔的国际学术视野。以地质学为例，中国地质学界公认的四位先驱——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其中就有三位就在中研院工作过，丁文江曾担任中研院总干事，牺牲在地质工作第一线，李四光任地质研究所所长，20余年如一日为地质研究所的发展处心积虑，翁文灏担任中研院评议会秘书兼地质研究所通讯研究员，对中研院包括地质研究所的贡献无需多言。
6生存境遇选择
作为职业科学家而言，一流的平台更有利于科学理想的实现。但生为世俗社会中的个人，待遇也是选择职业场所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在个人待遇上，中研院比大多数院校要好，使其在人员聘请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以当时盛名的北京大学教师待遇与中研院研究人员工资相比便能说明。1922年至1930年间，物价没有明显变化。1922年，北大教授最高为每月二百八十大洋，也有每月二百六十元或二百四十元者；讲师待遇按每小时五元计算；助教薪水每月五六十元至一百多元之间。1930年，中研院员工中“书记自30元至60元不等；事务员助理员自60元至180元不等；专任编辑员及技师，自120元至300元不等；专任研究员，自200元至500元不等。”[
]中研院还制定了相应的晋级加薪办法。再看当时的消费水平，可以猜测中研院职员的生活状况。李书华回国后自1922年至1929年任北大教授，一年可领到八九个月的薪水
。当时北京一个小家庭的用费，每月大洋几十元即可维持。每月用一百元就可以租一所四合院的房子，约有房屋二十余间，租金每月不过二三十元，每间房平均每月租金约大洋一元，可以雇用一个厨子，一个男仆或女仆，一个人力车的车夫；每日饭菜钱在一元以内，便可吃得很好。[28]从另一方面看，中研院的待遇政策说明了其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对国内相关机构做了示范效应，也在社会上造成了积极影响。
7结语
     西方近代科学传入中国经历了碰撞到最终融合的过程。从极少人喜好科学演变到中国职业科学家群体的出现，大抵经历了三个阶段：传教士传播西方科学为第一阶段；洋务运动及派遣留学生为第二阶段；以国立中央研究院为代表的学术机构的建立为第三阶段。中研院的成立是特定历史时空下众多因素耦合的结果，表现出与西方科研机构创建不一样的时代特色。西学东渐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求真致善的精神相融合，为中研院的成立提供了历史必然性，但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政府的政策支持、职业科学家群体的涌现、科学救国思潮、科学理想以及生存境遇等因素则构成具体的历史语境，具有一定的偶然性。这种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结合创造了合适的外在社会条件，孕育了中研院这一重要机构，自此以后，中国的科学事业迈进了体制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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